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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s a vulnerable group , migrant workers are frequently infringed upon and overlooked.The

move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codes of conduct initiated by som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have promoted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 s rights and interests.The consumermovement is one

of the direct pressures that mak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do these.In recent years , relevant activities

are gradually developed in China.Based on survey ,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consumers in China know

little abou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des of conduct.Consumers who clearly point out that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very few.In the mean time , consumers also know little about

consumer movement.Moreover , quite amount of consumers take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consumer

movement.They would be more willing to resort to the government , law and institution.The reason lies

in the unique form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the weakness of Chinese consumers.

一 、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出现了“强资本 、弱劳工”的趋势 ,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同时维护

世界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基本权益成为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公司社会责任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守

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环境和劳工权益的保护。在西方社会 ,消费者群体和由此而来的消费者运

动则构成了公司社会责任和生产守则运动的原动力之一 。跨国公司面临来自市民社会 、劳工组织的压

力 ,开始关心生产工人的权益 ,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遵照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规定 ,利用其在“商品链”中的

主导地位制定了各式各样的生产守则 ,要求生产他们品牌的厂商遵守 ,借此恢复消费者的信任 ,树立起

良好的企业形象 ,并最终实现其市场利润。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国外的研究者和国际化的传媒开始不断地披露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加工

厂存在的严重损害劳工权益的状况 ,珠江三角洲作为中国主要的出口加工区之一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一

些国内的研究者和新闻媒体也随之加入其中 ,国际社会开始指责跨国公司应对此承担责任。这种指责

的声音直接上升为消费者对某些驰名品牌商品的抵制活动 ,在这种压力下 ,作为回应 ,越来越多的跨国

公司开始在中国推行公司社会责任检查 、认证和生产守则运动(谭深 、刘开明主编 ,2002:6 、18)。

那么 ,中国的消费者群体对于公司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了解多少 ,持何种态度 ,又将以何种

方式参与其中?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①来看 ,这种参与所具有的社会结构条件的限制又反映在哪

些方面? 伴随这些限制 ,中国消费者的弱势特点又是如何形成的 ?这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 、基本概念和调查方法

关于公司社会责任内涵的争论由来已久 ,在这里 ,我们基本遵从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最初看法 ,即

公司社会责任是独立于公司经济责任之外并与公司经济责任相对应的一类责任 ,这一责任要求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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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指出的是 ,随着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兴起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 ,我们已经很难完全在一个国家内部来讨论国家与
社会的关系问题。一个潜在的研究领域是分析观念 、人员 、资金和技术的跨国流动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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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利润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满足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等公众普遍接纳的观念的要求

(卢代富 ,2001)。它是公司为了满足公众对企业的期望和要求所应该采取的行动 、应履行的职责 、应做

的奉献和应尽的义务(白全礼 、王亚立 ,2000)。

换言之 ,公司最小化或减少对社会的任何不利影响并最大化对社会的长期有利影响的努力 ,都可看

成是公司社会责任(Petkus &Woodruff' s ,1992),比如遵守法律和伦理规范 、公平对待雇员 、保护环境和给

慈善团体捐款。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则主要是指社会公众要求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的市场竞争及谋求最

大经济利益的同时 ,必须承担其社会责任。这一运动经常与国际劳工运动 、消费者运动 、环保运动和女

权运动扭结在一起 ,积极推动这一运动的主要是西方的消费者 、非政府组织 、工会组织 、学生组织等(余

晓敏 ,1999;2002)。

由于很难通过国际贸易的框架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公司社会责任的“公共法则” ,在西方消费者的强

大压力下 ,为了维护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的需要 ,跨国公司选择了“私人立法”的形式制定公司行为准

则 ,即生产守则(codes of conduct),要求所有与之有联系的厂商必须以此实施生产行为。

生产守则运动兴起于 20世纪 9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 ,它是一场要求跨国公司在参与市场竞争的

过程中担负社会责任的社会维权运动 ,以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维护为焦点 ,本文关注的是与劳权维护相

关的生产守则运动 ,它特指一套建立在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核心条约的基础上 ,旨在保护劳工自由结

社 、集体谈判 、免于强制劳动 、获得平等报酬并在工作中不受歧视等基本权利的一套跨国公司行为规范 ,

它以消费者运动为动力源 ,由消费者直接以大型跨国公司为目标对象 ,倡议跨国公司自觉地承担改善全

球劳工状况的社会责任(余晓敏 ,1999;2002)。

消费者运动则是由众多消费者参与的 ,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行为现象 。它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自

身的权益 ,形成公平的市场交换规范 ,争取社会公正的实现(彭华民 , 1996)。因此 ,消费者运动 ,包含消

费者权益的内容 ,又包含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比如敦促公司在环境 、人权等方面履行义务 ,实现社会正

义。消费者运动的独特作用在于 , 它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Socially Responsible Consumer

Behavior)① 传达消费者对商品生产过程提出的要求 ,从而关注和维护劳工的权利(Mohr , et al.,2001)。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2002年 2月底到 4月底在北京和深圳两地进行的消费者调查 。② 调查

地点的选取是以各品牌专卖店和商场品牌专柜为中心 ,采用偶遇抽样的方式选取消费者和店员(只限于

深圳)进行调查 ,同时辅以电话调查(只限于深圳 ,共完成 25份)。具体而言 ,北京的调查地点主要是王

府井 、西单商业街和当代商城周围的品牌专卖店和商场品牌专柜 ,共完成有效问卷 180份;深圳的调查

地点在特区免税名店 ,如阿迪达斯专柜 、茂业百货 、家乐福 、沃尔玛 、铜罗湾百货 、地王大厦周围 ,共完成

有效问卷 100份 。两地总计完成 280份。本次调查采取问卷法收集资料 ,问卷由 7个问题组成 ,主要包

括对公司社会责任和跨国公司生产守则概念及其主要内容的了解 、消费者对公司社会责任和生产守则

的评价 、对消费者运动的看法和参与意向等。问卷主要采用开放式问题 ,以求获得较丰富的信息。编码

时根据实际回答状况进行分类 。

从调查样本来看 ,在性别构成上 ,男性占 64.6%,女性占 35.4%;在学历上 ,拥有大专及大专以上文

化程度的占 65.2%;在职业③ 构成上 ,公司职员和专业人员两类合计占 61.6%;在年龄上 ,平均年龄

29.9岁 ,其中 20岁到 40岁(不含 40岁)之间的被调查者占 70.4%。由此看来 ,调查样本基本上反映的

是学历较高 、年纪较轻 、以公司职员和专业人员为主的消费者群体 ,他们具有较高的收入及社会地位和

较强的消费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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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一职业划分是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分类的。

该调查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课题的组成部分 ,
该课题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劳工系列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这个概念是指个人把他的商品获得 、使用和处置建立在最小化或减少对社会的有害影响 ,最大化对社会的长期有利影响的愿望
的基础上。这些消费者关注其个人消费的公共后果 ,或者试图运用其购买权力引致社会变迁。



三 、消费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了解和反应

调查显示 ,消费者对公司社会责任和跨国公司生产守则了解较少 ,明确指出包含工人权益保护的仅

占8.8%。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如果把对概念的了解和对主要内容的回答结合起来考察 ,我们可以看

到 ,就知道工人权益保护这一内容的8.8%的被调查者而言 ,其中 50%是在根本不了解上述两个概念的

基础上作出的猜测性回答 ,也就是说 ,实际上只有 4.4%的被调查者既了解概念 ,也指明了工人权益保

护这一内容 。同时我们发现 ,尽管有 34.7%的消费者对公司社会责任和生产守则进行了积极的评价 ,

但仍然有 60%的人没有回答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两个基本概念 ,无法作出评价(参见表 1)。

　表 1　 消费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了解和反应

变量 频数 有效百分比

是否听说过公司社会责任和生

产守则

公司社会责任和生产守则的主

要内容

对公司社会责任和生产守则的

评价

是否听说消费者责任 运动

是否参加消费者运动

听说过“公司社会责任” 53 19.3

听说过“生产守则” 12 4.4

都听说过 22 8.0

都未听说过 187 68.2

环境保护 8 2.9

工人权益保护 24 8.8

消费者权益保护 9 3.3

社会和社区公益 33 12.0

不清楚 175 63.9

其他 25 9.1

积极的 95 34.7

否定的 5 1.8

未答 166 60.0

其他 8 2.9

听说过 80 29.2

未听说过 194 70.8

参加 140 51.1

不参加 53 19.3

视当时情况而定 81 29.6

从对消费者运动概念的了解来看 ,只有 29.2%的消费者知道这个概念 ,了解的比例较小 。值得注

意的是 ,考虑到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广泛开展 ,一些被调查者可能会把“消费者运动 责任”与之

等同① ,因而实际了解这个概念的消费者可能低于调查数据 。而根据莫哈尔(Mohr)等人 2001年在美国

进行的一项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消费者调查 ,他们发现了一个清晰的消费者群体 ,该群体积极地实践着

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 ,这一比例占到被访者的 40%(Mohr , et al., 2001)。与美国相比 ,中国的消费者对

公司社会责任的了解还处在理念的接受阶段 。

　　如果假定理念的传播可以改变消费者行为 ,进而引导其参与到全球性的消费者运动中 ,履行消费者

责任 ,那么中国的消费者有没有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变成消费者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公司社会责任的

积极推动者呢? 上述洛伊斯等人在美国进行的研究的基本假设是:理念的传播可以改变人的观点和行

为 ,了解公司社会责任信息越多 ,消费者就越愿意参与 。例如 ,他们指出 ,基本以经济概念定义生活品质

的消费者(例如钱越多生活品质越高)比以更广泛的概念定义生活品质的消费者更不愿意实践公司社会

责任消费者行为;消费者对社会责任议题和公司社会责任记录的了解程度与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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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有的消费者注意到了两者的差异 ,但在调查中 ,这种情况很少见到。



　　　　　　 　表 2　 消费者对消费者运动的看法 ①

对消费者运动的看法 频数 百分比

完全肯定② 176 62.9

肯定针对产品质量的方面 2 0.7

肯定保护环境的方面 9 3.2

肯定保护工人权益的方面 5 1.8

肯定运动中所涉及的其他因素 7 2.5

完全否定 21 7.5

否定运动所涉及的其他因素 6 2.1

否定其对工人权益的保护 1 0.4

认为应通过政府解决 7 2.5

认为通过法律 、制度解决 15 5.4

认为运动的方式不可行 12 4.3

其他 4 1.4

未答 9 3.2

合计 280 100.0

是正相关关系。简言之 ,美国消费者参与消费者运

动是在理念传播和接受的基础上 ,通过社会责任消

费者行为这种方式来实现的。而在本调查中 ,我们

发现中国的消费者更多是希望通过政府 、法律来解

决问题 ,他们期望正式制度发挥作用。

由表 2我们可以看到 ,在肯定性的回答中 ,得到

最高肯定的是环境保护 ,占 3.2%,而对保护工人权

益的肯定只占到 1.8%。由此看来 ,消费者更多关

心的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紧密的环境问题 ,而对工人

权益问题采取了较为冷漠的态度。在这里尤其值得

注意的问题是 ,不少消费者对“消费者运动”这种方

式提出了质疑 ,对方式进行否定的共占 13.6%,其

中主张通过政府解决和通过法律 、制度解决的占

7.9%。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这与中国消费

者的弱势特点是密不可分的。

四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的一个解释

(一)分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四种视角

尽管有关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和研究已经非常之多 ,但基本可以归结为四种视角 ,即经典的

视角 、传统的视角 、管理的视角和极权主义的视角(Wank , 1998)。

经典的视角源于马克思主义 ,认为在任何时代 ,国家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 ,并将其一般化 ,使之普

遍适用于市民社会。国家最终将会消亡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走向共产主义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

经典视角关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价值 。在

具体的研究中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表现为“领袖”和“大众”的关系(Bettleheim ,1974)。这种视角对国家深

入社会的独特机制和国家控制社会的过程也多有关注 ,但因过于教条化而受到广泛的批评。

传统的视角源于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对文化和传统政体与现代政体之

间关系的强调。这种观点坚持认为 ,打上儒家思想烙印的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Pye ,1992)。在中国古代 ,皇帝和大臣因他们出众的德行获得权威。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 ,新领导者寻

求的也是权威的道德资源 ,他们追求道德上的优越和高尚 ,用道德说教的意识形态指导社会 ,而各级官

员也由实践这种学说的楷模组成。因此共产党领导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传统政体下国家与社会关系

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这种观点将传统视为不变的秩序是值得怀疑的 ,而且其对传统和现代的区分还

明显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

管理的视角源于韦伯(Max Weber)的思想 ,认为现代国家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官僚组织 ,这种庞大

的国家官僚机器以技术理性为标准 ,通过其官僚霸权统治社会 ,并将地方社会的秩序整合进国家的官僚

体系中(Schurmann ,1968)。管理的视角不同于上述两种视角。首先 ,在对历史的处理上 ,传统的视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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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完全肯定”中实际上有 73.3%的消费者是在不了解公司社会责任和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的情况下做出的回答。而其他的回答是
较为多样化的 ,一部分消费者强调政府和法律 、制度的作用,有的指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不是商业活动的问题,应该通过行政
和法制的手段来解决” ,有的说“这种做法属于愚昧无知 ,应该通过有关部门解决” ,还有的认为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政府
应该从保护工人的角度制定法规法律” ,而这种运动也“应该纳入法律轨道 , 不能太过火” 。 另一些消费者则关注环境保护的问
题 ,有的说“如果是污染环境就抵制 ,其他的不一定” ,还有人指出“对污染环境的产品无论当下的利益如何都应该抵制” 。还有
的消费者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例如“企业损害工人权益和污染环境是不可避免的 ,可以对受害者可以给予补贴” ,“企业损害工人
权益和污染环境是前进必须付出的代价”等。根据消费者的这些回答 ,我们进行了表中的分类。

我们问卷中的问题是“如果有人从消费者的角度提出抵制某种商品———因为生产这种商品的厂家严重损害工人权益或污染环
境 ,您怎么看 ?”



经典的视角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看法过于理论化 。传统的视角认为陈腐的儒家思想遗产阻碍了现代多

元政治出现;而经典的视角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采取了目的论的观点 ,认为最终将导向无阶级的共

产主义;管理的视角则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置于变动的情境中 ,致力于分析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随后的

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过程 。其次 ,管理的视角还区分了“纯粹的”和“实践的”两种意识形态。前者是指

国家制定的一般性目标和诉诸大众的广阔前景 ,后者是一种管理意识形态 ,它贯彻执行由“纯粹意识形

态”提出的规划和安排。一句话 ,管理的视角关注的是权力的制度层面。

沃尔德(Andrew Walder)的研究大大推进了管理的视角。他指出 ,在国家垄断资源的前提下 ,干部与

工人之间 ,地方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庇护关系网络得以形成 。老百姓通过与干部的私人关系满足需求 ,

干部利用他们掌握的资源 ,对积极分子给予机会和实物 ,并对不合作者进行惩罚 。这样 ,社会关系网络

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 ,它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实际存在的中介 。这种观点与逐渐兴起的法团主义和

社会资本理论 ,成为分析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流观点。

极权主义的视角源于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

精英理论家 ,这种观点认为 ,极权主义国家集中了全部权力 ,要求社会全面服从 ,而且试图使社会向其意

识形态所规定的方向转变 。国家消灭了所有与其目标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联系 ,社会淹没在国家之中。

简言之 ,极权主义的社会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 ,人与人的联系只是由于他们与一个共同的权威有关系

(Kornhauser ,1959)。为了实现原子化的社会 ,国家使用恐怖和暴力破坏任何能够挑战国家的社会联系 ,

使个人置于国家的直接统治之下 ,并通过不断的个人动员和群众运动维持这种统治 。当然 ,国家是否真

正成功地破坏了与其目标不一致的社会制度和行动是值得怀疑的。

相对于“原子化社会”的假定 ,近来的中国政治研究提出了“中央政府—原子化社会”(central state-

atomized society)的假设 ,这种观点指出 ,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人面对相同的环境 ,形成了与国家对立的社

会权力的来源。由于很多人面对相似的情境和问题 ,国家社会主义意外地产生了大众行动的可能性。

由于均质化而达成的这种集体行动是对国家行动的大规模的自发反抗 ,并最终对国家形成约束 ,并导致

新的国家行动 ,其结果可能是国家重新获得权威 ,也可能是国家的让步和妥协(Wank , 1998)。

本文分析试图结合管理的视角和极权主义视角对中国消费者弱势特点的形成进行分析 ,首先 ,国

家① 权力的介入和行动者对控制与依赖关系的内化使民众直接面对国家 ,限制了消费者运动的发展。

其次 ,尽管存在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可能 ,但行动者在利益上和行为上难以达成一致 。就群体而言 ,底层

群体和民间精英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断裂。一方面 ,国家采取法团主义的策略试图控制新的社会群体 ,

另一方面 ,新兴的经济精英使用庇护主义的策略在其经营中获得来自官方的支持 ,两者相互纠缠。精英

难以成为消费者运动的发动机 。再次 ,民众的国家观念也限制了消费者参与方式的选择 。

(二)国家权力的介入和行动者对控制与依赖关系的内化限制了消费者运动的发展

有观点认为 ,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逐渐退出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 ,国家权力在不断收缩 ,相应

地 ,社会也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逐渐摆脱出来(Tsou ,1983)。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 ,虽然改革走向了另

一个方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前留下来的态度和价值会突然消失 。正如萧凤霞所指出的 ,在社会主

义国家建立以后 ,国家的权力已经进入到社会的深层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试图从经济和社会生活

中退出 ,但是国家全能的存在和由此带来的控制与依赖的关系已经被行动者内化(Siu , 1989)。在社会

生活领域 ,国家权力的介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日常生活中 ,国家权力也被制度化 。这不仅对个人

而言是如此 ,对群体和组织而言 ,由于国家长期以来对社会团体的控制 ,也产生了“路径依赖”的效应。

考察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权力的介入和推动 ,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成立

是以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经体[ 1984] 99号文件” ,即《关于同意建立全国消费者协会的批复》为依据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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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照上述四种视角 ,本文所指的国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它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各级权力体系 ,各级政府是国家的具体化。本文
在没有特别注明的情况下均采用此种概念。



此之前 ,更有国家工商局 、国家标准局 、国家商检局等政府机构介入其中。在全国消协成立之后 ,各地消

费者组织才得以广泛建立 ,而不是相反 。

国家权力之所以能介入消费者运动还在于 ,改革后国家力量并未从社会中撤退 ,中国的改革开放确

实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但是也削弱了对普通民众和当地社区的中间精英阶层的保护。

许慧文的分析认为 ,国家政权在失去中间层后更容易侵入当地社区 ,个人成为了经济活动中孤立的个

体 ,在国家出现非理性行为时 ,个体将失去保护 ,虽然个人关系网络的存在可以替代中间层的功能 ,但这

种功利主义的做法得不到伦理和道德支持(Shue , 1988)。尽管许慧文分析的是中国农民与国家之间的

关系 ,但不可否认具有某种社会总体的意义。换言之 ,改革使得原有的“国家—地方精英 —民众”的三层

结构关系变成了“国家—民众”两层结构(孙立平 ,1994)。在这种结构性条件下 ,国家的权力可以直接作

用到每一个被原子化的个人身上 ,消费者自身组织一项社会运动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昂的 ,如果没有国

家的介入或认可 ,消费者不会获得组织和运动的合法性的资源。

(三)社会结构的断裂使精英群体不可能成为消费者运动的发动机

应该指出 ,许慧文所分析的基本上还是 20世纪 80年代资源扩散的状况 ,按照她的说法 ,改革开放

改变了地方精英集经济 、政治和社会地位于一身的状况 ,国家出于现代化的考虑 ,致力于分离地方精英

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 ,打击地方保护主义 。在导向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过程中 ,原有干部

经历的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故事与地位下降乃至丧失的过程 。但是 ,与 80年代资源扩散的逻辑相反 ,

90年代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资源重新积聚的过程(孙立平 ,2001),由精英所构成的社会中间层开始出

现。如果这构成社会结构新的生长点 ,那么消费者运动的倡导者也许会从中产生出来。但问题在于 ,这

些握有总体性资本的民间精英 ,似乎更愿意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更愿意投向政府与市场 ,而不

愿意承担对于底层群体的责任 ,从而唤起普通民众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从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 ,这是法团主义和庇护主义相互“纠缠”的结果 ,以经济精英为例 ,一方面 ,国

家采取法团主义的策略试图控制新的社会群体 ,另一方面 ,新兴的经济精英使用庇护主义的策略在其经

营中获得来自官方的支持 。

对国家而言 ,新兴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既是潜在的威胁 ,也是动员资源实现社会目标的潜在的参与

者。企业家和经理们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是不能被忽略的 。国家通过建立新的组织(比如企业家

协会)以控制新的社会群体 ,从而巩固国家权力 。一种法团主义的秩序正在出现。对新兴经济精英而

言 ,他们试图利用这些新的协会组织来形成新的认同 ,获取新的身份 ,同时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 ,寻求来

自国家的庇护成为他们的有效选择 。

在这种相互纠结的过程中 ,社会资本成为十分重要的中间因素 ,企业家利用社会资本影响国家政策

制定 ,打造出全新的企业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形成了权力妥协的动态过程。① 在这一过程中 ,企

业家们寻求与政府更为平等的关系基础 ,而政府也开始调整与企业家打交道的方式 。很多企业家成功

地说服政府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 ,社会资本成为了新兴经济精英的一种政策资源。概言之 ,官方和企业

家之间构成了共生性的联盟关系。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存在培育了企业家和官员的关系 ,而官员也从与

企业家的定期接触中获利 。

一旦这种共生性的联盟关系得以形成 ,劳工权益问题就很难真正进入国家和精英群体的视野 。对

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而言 ,劳工权益的保护状况实际上与当地的“投资环境”有着微妙的关联 。② 出于

发展地方经济的考虑 ,地方政府不仅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而且需要大量听话的 、不反抗的劳动力。

同时这样的劳动力其实是“投资环境” 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想如果地方政府将保护劳工权益提高到比引

进外资更高的位置 ,那么外资就会以“投资环境恶化”为由投往他处 ,因为政府的这种行为不仅可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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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需要指出的是 ,随着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在中国持续开展 ,这种“微妙的关联”存在发生变化的可能 ,因为在国际社会的压力
下 ,当地的劳工权益状况成为跨国公司在投资和发包时不得不慎重考虑的因素。

周永明通过对苏州企业家联合会和苏州厂长经理协会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Zhou Yongming , 2000)。



劳工的权利意识 ,同时实际上也增加了劳动力的使用成本。而对企业家等经济精英而言 ,他们需要依赖

国家体制获得在市场的优先地位 ,需要依赖官方体制的支持而生存 。玛格丽特·皮尔逊(Margaret

Pearson)通过对外资企业中国经理① 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 ,经理们的利益倾向受到经营实践的影响 ,

与官方建立和维持庇护关系的必要性使他们对激进的政治变迁没有多大兴趣。她发现 ,就市场活动而

言 ,结构上的自主并不一定产生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自主的要求(Pearson , 1997)。换言之 ,跨国

主义影响在中国遭遇的限制使新兴的经济精英难以联合弱势群体和底层群体 ,也难以主动地去关注和

维护他们的利益 ,了解公司社会责任理念的人难以成为消费者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不仅经济精英和国家在劳工权益问题上达成了默契 ,知识精英也逐渐远离了底层劳工的生存状况。

首先 ,20世纪 90年代的市场化和专业化的大趋势分散了知识精英的关注点 ,一些人忙着下海挣钱 ,一

些人埋头苦干做专家 ,劳工权益渐渐变成只有劳工研究者关心的问题 。其次 ,国家对知识精英采取的管

理和开放相结合的策略使得知识精英在社会议题的日程设置上遇到一定的限制 ,而他们对这种限制的

把握和理解使他们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更多地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换言之 ,他们倾向于认为在现有条件

下谈论保护劳工权益的消费者运动为时尚早 。

同时 ,就群体和组织而言 ,协会的或社团的活动只能处于社会需要和国家需要的交叉地带 ,旨在维

护劳动者权益的消费者运动很难说是国家愿意看到的集体行动 ,同是也不是新兴精英群体关注的问题。

这在我们的调查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如前所述 ,更多的人关注的是环境保护 ,而非劳工权益 。因为

前者是双方的共同需要 ,而后者不是。

由此看来 ,在制度与市场的共谋之下 ,在弱势群体和精英群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断裂 ,农民

工作为跨国公司的劳工 ,尽管权益受到了严重损害 ,却不进入精英群体的视野 ,从而也在根本上限制了

消费者运动得以开展的可能性 。

(四)民众的国家观念限制了消费者参与方式的选择

近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开始从结构层面转向文化层面 ,关注个人对自我 、社区和国家的感知

(Wank , 1998)。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民众的国家观念受到国家的操纵 ,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参见

Wingfield , 2000),而不同的形塑国家观念的机制和过程将会产生不同的国家观念。如果考察中国和西

欧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的过程 ,可以看到两个迥然不同的过程 ,这一过程形成了民众不同的国家观

念。在西欧 ,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公民”形成的过程 ,其基本过程是国家建立-民族形成

-公民性(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公民),其国家建立是先于民族形成的 ,形成的是“公民性”的国家观念。

而在中国的情况下 ,普通民众是通过诉苦 ,确认自己的阶级身份来形成国家观念的 ,其基本逻辑是诉苦

※阶级意识※翻身※国家认同 ,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国家建立-人民群众形成-“感恩型”的国家观念 ,

国家建立是后于民族形成的。从个体的角度来说 ,“感恩型”的国家观念的形成意味着民众不是现代意

义上的“公民” ,而是“阶级的一分子”和相对于国家的“人民”或“群众” ,国家和民众之间是一种“赐予—

回报”的关系 ,是一种以整体来否定个体的逻辑(郭于华 、孙立平 ,2002)。这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中到处可

见 ,比如“房子是单位给的” , “党和国家培育我多年” , “报效祖国”等等 。在这样的认同和运作逻辑中 ,消

费者就会倾向于认为其权益是国家给的 ,其责任是国家赋予的 ,权益保障和责任的实现是靠国家来保证

的 ,他们与其花费力气组织社会运动对跨国公司和生产商形成压力 ,间接地促进工人权益的保护和环境

的改善 ,还不如由国家直接介入 ,把那些“血汗工厂”统统关闭了事 ,或者进入司法程序 ,通过相关的法律

和制度设置来解决。即使要组织这样的消费者运动 ,也必须有国家的参与 ,否则也是难以想象的。另

外 ,以整体来否定个体的逻辑在本调查中也得到了体现 ,如有被访者称:“企业损害工人权益和污染环境

是前进必须付出的代价” ,还有的说:“企业损害工人权益和污染环境是不可避免的 ,对受害者可以给予

补贴” 。由此看来 ,消费者对消费者运动方式的否定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合理性。

104

① 他们很可能是国内最早接触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和实践的人。



由此看来 ,中国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形态使消费者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不仅个体无力面对来

自国家和市场的威胁 ,而且精英群体也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消费者选择

社会运动的方式还是选择政府或法律 、制度的方式来参与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和生产守则运动 。

五 、对中国消费者和消费者运动的展望

(一)国家控制下行动者的主体性

既然不论在结构的层面还是在行动者意识的层面 ,消费者都难以发动消费者运动 ,那么我们将对公

司社会责任对中国消费者和消费者运动的影响寄以怎样的希望呢? 这实际上需要考虑的是在国家控制

的体制下行动者的主体性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以往大规模的运动实际上已经构成国家动员社会力量 ,

介入民间社会的运作逻辑 ,大的有“文革” ,小的有“爱国卫生运动” ,在这样的运动中 ,发挥群众的创造

性 、积极性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 ,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官方语言中就是“中国农民的创造” 。这样一

来 ,就行动者而言 ,在受到国家控制的同时 ,是一种参与;对国家而言 ,通过促使民众积极的参与来达到

控制 ,试图使行动者内化某种逻辑和价值观念 。但是 ,行动者的参与显然不是对国家意志的简单复制 ,

参与和控制始终处在不断的博弈之中 ,其结果有可能溢出运动本身的逻辑和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公司社会责任带来的理念才有可能整合进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框架中。但危险在于 ,如果国家 ,

尤其是地方政府出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招商引资 、发展经济的考虑 ,与生产商达成某种妥协 ,而消费者又

过多强调政府的责任 ,那么“血汗工厂”就会最终从消费者的视野中消失。

(二)国家培育社会的发展:扩大社会空间的可能性

对国家而言 ,始终存在着开放空间和加强管理的双重考虑 ,我们在谈到消费者运动所遭遇的限制的

时候更多考虑的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管理 ,但是 ,国家逐步从社会中退出和社会空间的进一步扩大也

是不容忽视的发展趋势 ,为了在释放资源和社会空间的同时能够更好地驾驭全局 ,抑制社会不稳定因素

的出现和生长 ,国家产生了培育社会自身发展的动力。所以 ,单纯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为对抗性关系

会忽视国家在帮助“社会”发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Zhou ,2000)。实际上 ,跨国公司的进入和公司社会责

任运动的开展都是国家经济改革政策的结果 。与此同时 ,很多社会组织都是“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如消费者协会),国家在其中扮演了而且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一些研究者在通过对私有部门的研究集中搜寻独立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 ,忘记了在国家控制下的社会

团体和公有部门在扩大社会空间方面既有的积极推动力。虽然 ,这些“GONGO”的成员通常被看成是国

家的“内部人” ,但是他们却有可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认同 ,并逐渐地远离国家所预设的目标。就组织发

展而言 ,它们中的某些部分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NGO 转型 。当然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对于社会的

这种发展的容忍程度能够有多大 ,也就是国家允许社会的自治和从国家的分离能够走多远?

六 、简短结论

综上所述 ,中国目前的消费者群体对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和跨国公司的生产守则知之甚少 ,就其对内

容的了解而言 ,明确指出劳工权益保护的消费者少之又少。同时 ,对作为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的原动力之

一的消费者运动 ,消费者也了解很少 ,而且有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对消费者运动的方式持否定态度 ,他们

更多希望诉诸于政府 、法律和制度 ,这与消费者的弱势特点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消费者还是选择政府或法律 、制度的方式来参与公司社会责任运动。

劳工权益保护的问题真正进入消费者的视野尚须时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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